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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壤酸化已成为限制农业生产力提高与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关键因素之一。生物质炭作为一种潜在的修复材料，已广泛应用

于缓解土壤酸化。本研究基于中国知网(CNKI)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的 110 篇同行评审文献，通过 Meta 分析评估了生物质炭

施用对酸化红壤的改良效果，并利用 ARIMA 模型预测了未来红壤 pH 的变化趋势。研究提出生物质炭改良红壤酸度的 4 种核心机

制：直接中和效应、间接缓冲效应、效果累积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同时，本研究设置了 4 项假设：①生物质炭类型显著调节直接

中和效应的强度；②生物质炭施用量显著影响间接缓冲效应的稳定性；③生物质炭应用年限显著影响效果累积效应的表现；④土壤

深度显著影响结构优化效应的表现。研究结果表明，施用生物质炭能显著提高土壤 pH(平均提高 16.2%)，降低交换性酸度(平均下

降 48.3%)，并增加阳离子交换量(平均增加 31.0%)。进一步分析表明，生物质炭类型、施用量和土壤深度等因素对酸化红壤改良效

果存在显著影响，且土壤 pH 对生物质炭施用量的响应呈非线性饱和趋势，同时 ARIMA 时间序列模型预测红壤 pH 将稳定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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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Biochar Amelioration of Red Soil Acidity: A Meta-analysis 
LIANG Kun1,2, ZHU Xuchao1*, WANG Jianguo1,2, TANG Junjie1, WU Rongjun2*, ZHANG Hu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oil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stitute of Soi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211135, China; 2 School of Ecology and Applied Meteor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Abstract: Soil acidific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factors limit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ecosystem stability. Biochar, 

as a potential remediation material,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to mitigate soil acidification. Based on 110 peer-reviewed articles 

from the CNKI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and Web of Science databases, this study evaluated the effect of 

biochar application on acidified red soils using meta-analysis and employed the ARIMA model to predict future changes in soil 

pH, and proposed four core mechanisms by which biochar improves red soil acidity: direct neutralization effect; indirect buffering 

effect; cumulative effect over time; and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effect. Additionally, four hypotheses were established: 1) biochar 

type significantly modulates the strength of the direct neutralization effect; 2) application rate of biochar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the stability of the indirect buffering effect; 3) application duration of biochar significantly impacts the cumulative effect; 4) soil 

depth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e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effec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iochar applic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soil pH (average increase of 16.2%), reduce exchangeable acidity (average decrease of 48.3%), and enhance cation exchange 

capacity (average increase of 31.0%). Further analysis reveal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mprovement effects based on biochar 

type, application rate, and soil depth, with a nonlinear saturation trend observed in soil pH response to application rate of biochar. 

Using the ARIMA time series model, the red soil pH is predicted to stabilize at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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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壤由于其显著的酸化特征(pH<5.5)和养分匮

乏，已成为全球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农业生产及生态系

统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红壤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

东南亚、南美洲及非洲等湿热区域，长期受降水淋溶、

矿物风化及不合理农业活动等多种因素影响，表现出

显著的酸化趋势[1]。土壤酸化不仅导致铝毒害的发生

和阳离子交换容量的下降，还会显著破坏土壤微生物

群落的稳定性，进而影响土壤的整体生态功能[2]。 

近年来，生物质炭因其优异的碱性、丰富的孔隙

结构及稳定的碳成分，在改良土壤酸度和提升土壤肥力

方面受到了广泛关注。现有研究表明，生物质炭中的碱

性物质能够中和土壤酸度，提高土壤 pH，增强土壤团

聚体的稳定性，并促进土壤微生物活性，从而维持土壤

的良好结构和功能[3]。然而，由于生物质炭类型、施用

量、应用年限及试验方法等存在较大差异，其改良效果

在不同研究中的表现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此外，现有研

究大多集中于生物质炭的短期效应，针对其长期效应的

评估仍较为缺乏。因此，如何系统量化生物质炭对红壤

酸度改良的效果，并揭示其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已成为

农业生态学领域亟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基于此，本研究采用 Meta 分析方法[4]，整合了全

球 110 篇同行评审文献中的试验数据，系统量化了生

物质炭对红壤 pH、交换性酸度(EA)和阳离子交换量

(CEC)等关键指标的改良效果。研究提出生物质炭改

良土壤酸度的 4 个核心机制：①直接中和效应，生物

质炭中的碱性成分快速中和土壤活性酸，从而提高土

壤 pH；②间接缓冲效应，生物质炭通过调节其碱性物

质的释放强度，显著影响土壤对未来酸化的缓冲能力；

③效果累积效应，生物质炭的改良效果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逐渐增强；④结构优化效应，生物质炭改善土壤

结构，增强其持水能力，并延缓酸性物质的淋溶。根

据这些机制，提出了以下假设：①生物质炭类型调节

直接中和效应的强度；②生物质炭施用量影响间接缓

冲效应的稳定性；③生物质炭应用年限对效果累积效

应的表现具有显著影响；④土壤深度影响结构优化效

应的表现。为进一步探讨土壤 pH 变化趋势，本文应

用 ARIMA 时间序列模型对红壤 pH 进行了预测。最

后，针对生物质炭的规模化应用与推广，在政策建议

及后续研究方向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旨在为红壤区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重要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收集 

通过中国知网(CNKI)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进行文献检索，检索时间范围设定为 2010 年 1 月至

2024 年 12 月。在 CNKI 数据库中，检索关键词为“生

物炭、生物质炭、红壤、酸性土壤”；而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检索关键词为“biochar OR charcoal OR BC” 

AND “red soil OR acid soil OR acidic soil”。通过这些

检索，收集了大量与生物质炭对红壤改良作用相关的

研究文献，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数据支

持。整个检索与筛选过程遵循 PRISMA(系统评价与

Meta 分析的首选报告项目)指南。 

为确保所选文献的学术性和试验的规范性，明确

了文献纳入标准：①试验必须设有至少一个生物质炭

处理组，并与未施用生物质炭的对照组进行比较，且

文中需提供清晰、详细的试验处理信息及设计描述；

②试验所用土壤类型必须为红壤，确保研究对象的一

致性；③纳入的研究必须至少报道土壤 pH、EA 或

CEC 测量值之一；④试验结果应以均值(Mean)和标

准差(SD)或标准误差(SE)的形式报告，如仅提供标准

误差，则需依据公式 SD=SE× n 将其转换为标准差

(n 为试验重复数)；⑤对于以图表形式呈现的数据，

使用 WebPlot Digitizer 5.2 工具提取数值数据，确保

数据准确性。最终，筛选出符合纳入标准的研究文献

共 110 篇，研究区域主要分布于我国南方红壤区，包

括江西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 

1.2  数据处理 

为确保后续比较分析的准确性与可行性，对所

有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在同一试验中，如果包含

多个采样日期和土壤深度，选择最后一次采样和表

层土壤的测定值用于后续分析。对于以其他单位(如

g/kg、% 等)报告的生物质炭施用量，依据生物质炭

施用土壤的容重(BD)和应用深度，将其统一换算为

t/hm2；若文献中未报告 BD，则默认采用 1.3 g/cm3，

若缺失土壤深度信息，则默认采用 20 cm；若两者

均缺失，则将该条记录标记为 NA，并在后续分析

中予以排除。 

此外，为便于不同研究之间的结果对比与交互分

析，依据文献中提供的试验信息对数据进行分组。①

生物质炭类型：稻草生物质炭、粪便生物质炭、甘蔗

渣生物质炭、骨渣生物质炭、花生壳生物质炭、木材

生物质炭、污泥生物质炭、小麦秸秆生物质炭、油菜

秸秆生物质炭、油茶饼粕生物质炭及玉米秸秆生物

质炭；②生物质炭施用量：低(≤10 t/hm2)、中(10 ~ 

20 t/hm2)和高(≥20 t/hm2)；③试验方法:田间试验与

室内模拟；④应用年限：短期(≤3 年)与长期(＞3 年)；

⑤土壤深度：0 ~ 20 cm 和 20 ~ 4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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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分析方法 

采用对数响应比(Log response ratio)量化施用生

物质炭处理的效应大小[5]。其计算公式如下： 

   t
t c

c

ln ln ln ln
X

R X X
X

 
   

   

(1) 

式中： tX 和 cX 分别表示试验组(施用生物质炭)和对

照组(未施用生物质炭)的土壤 pH 均值。效应量的标

准误差(SE)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2 2
t c

ln 2 2
t t c c

SD SD
SE R

n X n X
 

 

(2) 

式中：SDt 和 SDc 分别为生物质炭试验组和对照组的

标准差；nt 和 nc 为试验组和对照组的样本量。为了便

于解释，最终将总体效应量转化为基于对照组的平均

百分比变化，计算公式为： 

   lnPercentagechange % = e 1 100R  
 

(3) 

式中：lnR 表示总体效应大小。 

1.4  异质性评估 

采用 I2 统计量和 Q 检验来评估纳入研究之间的

异质性[6]。具体而言，I2 用于衡量不同研究变异在总

变异中所占的比例(范围为 0% ~ 100%)，当 I2 值超过

75% 时，通常被视为高度异质性；Q 检验则用于判

断异质性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示显著异质

性)。如表 1 所示，土壤 pH、EA 和 CEC 均表现出显

著且高度的异质性，I2 值分别为 98.8%、96.8% 和

91.9%，且 Q 检验均得到 P<0.05。因此，为了深入探

讨导致这些差异的潜在因素，后续分析中将引入调节

变量，以进一步识别生物质炭对土壤理化性质影响的

关键因素。 

表 1  施用生物质炭对土壤 pH、EA 和 CEC 影响的总体

效应量及异质性统计指标 
Table 1  Overall effect sizes and heterogeneity statistics for impacts 

of biochar amendments on soil pH, EA, and CEC 

指标 样本量 平均效应值(%) Q 值 P 值 I2(%)

pH 2 068 16.2 5 236.2 0.026 98.8

EA 242 −48.3 219.2 <0.001 96.8

CEC 375 31.0 159.7 0.024 91.9

注：显著异质性(P<0.05)说明存在潜在调节因素影响总体效

应，需进一步分析。 

 
1.5  调节变量分析 

为全面探讨影响生物质炭效果的关键因素，本研

究采用了两种主要的分析方法。首先，通过亚组分析，

根据生物质炭类型、施用量、试验方法、应用年限及

土壤深度等因素对数据进行分组，计算并比较各亚组

的效应量(lnR)及其 95% 置信区间(CI)[7]；其次，基

于模型选择分析，构建包含不同调节变量组合的多个

候选模型，并使用 Akaike 信息准则(AIC)对模型进行

比较，通过整合各模型的 Akaike 权重，评估各预测

变量在解释效应异质性中的相对重要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物质炭的总体影响 

Meta 分析结果表明，施用生物质炭对红壤酸度

具有显著的改良效果。与对照组相比，施用生物质炭

显著提高了土壤 pH，平均增幅为 16.2%(图 1A)，同

时EA显著下降 48.3%(图 1B)，CEC也显著增加 31.0% 

(图 1C)。 

2.2  生物质炭类型的影响 

与对照组相比，木材生物质炭和花生壳生物质炭

表现出更强的碱性调节能力，两处理土壤 pH 分别显

著提高 33.0%和 30.3%；而油菜秸秆生物质炭和稻草

生物质炭在改良效果上相对较弱(图 2A)。这种差异

可能来源于不同生物质炭原料在矿质组分及热解特

性方面的差异[8]。在 EA 的变化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由于生物质炭通过直接中和效应提高土壤碱度，EA 的

降幅与生物质炭类型密切相关。例如，花生壳生物质

炭的 EA 降幅可达到 70.0%(图 2B)，表现出较强的酸中

和能力，这可能与其较高的碱性物质含量有关[9]。在提

升土壤 CEC 方面，生物质炭类型的影响同样显著，

尤其是富含有机质的生物质炭。例如，粪便生物质炭

和小麦秸秆生物质炭显著提高了土壤 CEC，增幅达

122.2% 和 97.8%(图 2C)。这一效应可能与这些生物

质炭富含腐殖质及多功能官能团，增强了土壤对养分

离子的吸附和滞留能力有关[10]。 

2.3  生物质炭施用量的影响 

不同生物质炭施用量对土壤 pH的影响存在显著

差异：低浓度施用未能显著提高土壤 pH(1.1%)，而

中浓度和高浓度施用下土壤 pH 则分别显著提高 54.8%

和 78.6%(图 2A)。在 EA 方面，低浓度施用可使 EA

降低 48.0%，高浓度施用下 EA 降低 53.1%(图 2B)，

这表明随着生物质炭施用量的增加，其对土壤酸化

的缓冲能力也得到增强[11]。然而，不同生物质炭施

用量对 CEC 的影响相对复杂。虽然低浓度、中浓度

和高浓度施用均表现出一定的正向提升趋势，但其

95% 置信区间仍包含零(图 2C)。表明这些变化尚未

达到显著水平，可能的原因包括生物质炭施用的短

期效应、土壤理化特性差异或生物质炭本身性质的

差异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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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H；B：EA；C：CEC。n：样本数量，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受生物质炭影响的土壤性质的相对百分比变化；Mean：平均值，总体效

应大小；95%CI：95% 置信区间) 

图 1  施用生物质炭对土壤的总体效应大小 
Fig. 1  Overall effect sizes of biochar application on soil properties 

 

(数据点和误差线分别表示整体效应大小和 95% 置信区间；括号内的数字表示样本数量；右侧的数字轴表示生物质炭影响下土壤基本物

理化学性质的相对百分比变化) 

图 2  不同解释变量类别下土壤 pH(A)、EA(B)和 CEC(C)的整体效应大小 
Fig. 2  Overall effect sizes of soil pH (A), EA (B), and CEC(C) under different explanatory variable categories 

 

2.4  试验方法的影响 

在室内模拟试验中，施用生物质炭显著提高了土

壤 pH(30.3%)，而田间试验中则未能显著提高土壤

pH(0.8%，图 2A)。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室内试验条件

较为严格，促使生物质炭的碱化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而田间试验中，降雨淋溶、土壤微生物活性及其他土

壤理化过程的干扰，可能抑制了生物质炭提高土壤

pH 的效果[13]。在 EA 方面，田间试验中施用生物质

炭能够显著降低土壤 EA(48.0%，图 2B)，表明在实

际田间环境中，生物质炭仍然具有较强的酸度缓冲能

力。然而，在室内模拟中，尽管生物质炭表现出一定

的降酸趋势(25.3%)，但该效应未达到显著水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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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可能是室内环境较为封闭，限制了生物质炭与土

壤系统之间的多重相互作用。在 CEC 提升方面，室

内模拟试验中施用生物质炭显著提高了土壤 CEC 

(34.5%，图 2C)，表明在较为稳定的试验条件下，生

物质炭能够有效提高土壤的养分保持能力。然而，在

田间试验中，CEC 的提升效果并不显著(3.4%)，这一

结果可能与田间环境中的复杂变量有关，这些因素可

能削弱或掩盖了生物质炭对 CEC 的正向影响[14]。 

2.5  应用年限的影响 

在土壤 pH 方面，施用生物质炭的不同应用年限

未表现出显著效应。尽管短期与长期施用分别表现出

一定的正向效应，pH 分别提高 4.7% 和 8.1%(图

2A)，但由于置信区间包含零，表明土壤 pH 的调节

效果受到土壤原有缓冲能力、降水淋溶强度以及微生

物活性等环境因素的干扰[15]。相比之下，EA 的缓冲

效果在长期施用时更加显著。尽管短期施用表现出降

低 EA 的趋势(20.0%，图 2B)，但未达到显著水平；

而长期施用则能显著降低 EA(40.9%)，这一结果进一

步验证了“效果累积效应”在长期施用中的作用。在

CEC 方面，不同应用年限表现出相反的趋势，短期

施用生物质炭显著提高了土壤 CEC(34.5%，图 2C)；

而长期施用后，CEC 的提升幅度下降至 3.4%，且置

信区间包含零，未能达到显著水平。 

2.6  土壤深度的影响 

结果表明，施用生物质炭在表土层显著提高了土

壤 pH(10.7%，图 2A)，而在深土层的提升幅度(5.7%)

未达到显著水平。这一现象可能与表土层土壤直接接

触生物质炭颗粒及其碱性成分的时间较长，且该层土

壤的微生物活性较高、结构优化反应较为迅速等因素

有关，从而使其对生物质炭的碱化效应响应更为敏

感。相较之下，深土层土壤的生物质炭渗透能力较弱，

且受土壤物理结构和长期物理化学变化等因素的影

响，土壤 pH 的提升相对缓慢[16]。在 EA 方面，施用

生物质炭在表土层表现出显著的降酸效果，EA 降幅

达 48.0%(图 2B)；而在深土层，尽管 EA 也呈现一定

幅度的降低(25.3%)，但并未达到显著水平。这表明，

生物质炭在表土层能够更迅速地影响土壤团聚体的

稳定性、孔隙结构及微生物群落，从而增强酸度缓冲

效果。相比之下，深土层的响应可能受到生物质炭颗

粒在土壤剖面分布等因素的影响，需要更长时间才能

充分体现其酸缓冲效应[17]。在 CEC 方面，施用生物

质炭在表土层和深土层未表现出显著差异。尽管深

土层土壤 CEC 略有增加(16.6%，图 2C)，但未达显

著水平。这表明，土壤的质地、胶体组成及生物质

炭的理化特性等因素可能限制了 CEC 提升的速率

和幅度 [18]。 

2.7  初始土壤 pH 与生物质炭 pH 的影响 

进一步探讨初始土壤 pH 和生物质炭 pH 对施用

生物质炭改良土壤 pH、EA、CEC 等理化性质效果的

影响。结果显示，初始土壤 pH 与 ΔpH、ΔEA 和 ΔCEC

之间的相关性较弱，决定系数(R2)分别为 0.06、0.22

和 0.01(图 3B、图 3E、图 3H)。这一结果表明，初始

土壤 pH 对土壤化学指标变化的解释能力有限，可能

受到其他因素的显著影响，例如土壤质地、施肥条件

等[19]。同时，生物质炭 pH 对土壤化学性质的影响也

较为有限。结果显示，生物质炭 pH 与 ΔpH、ΔEA、

ΔCEC 之间呈现轻微的相关性，R2 分别为 0.06、0.09

和 0.08(图 3C、图 3F 和图 3I)。这一结果表明，生物

质炭的 pH 特性在中和土壤酸度和维持土壤酸碱平衡

方面确实存在一定潜在作用，但其效应强度并不显

著。尽管相关性较低，但这一发现为生物质炭 pH 在

调控 CEC 方面的作用提供了一些线索。 

2.8  关键调节变量的重要性排序 

模型选择分析表明，生物质炭类型、施用量和土

壤深度是影响土壤理化性质显著变化的主要预测因

子。具体来说，生物质炭类型和施用量对土壤 pH 的

改良作用最为显著(图 4A)。生物质炭类型在矿物组

成和碱性特性上的差异，导致其对土壤 pH 的影响强

度各异；施用量则直接决定了生物质炭的碱化效应强

度，从而显著影响土壤酸碱平衡。在 EA 方面，生物

质炭施用量和应用年限被识别为关键预测因子(图

4B)。施用量通过调节土壤与施加物质之间的相互作

用，直接影响土壤中可交换酸性成分的含量；而应用

年限则反映了生物质炭长期施用对土壤酸度缓冲能

力的持续增强作用，能够显著降低 EA，从而在不同

环境条件下展现出更加稳定的酸度调控效果。CEC

的变化主要受土壤深度和生物质炭施用量的影响(图

4C)。土壤深度决定了土壤有机质和矿物质的分布，

进而影响其阳离子交换能力。通常较深层的土壤含有

更多的矿物质和有机碳组分，因此具备更高的 CEC

潜力。此外，生物质炭施用量的变化也会影响土壤中

溶解盐分或有机质的含量，从而显著提高土壤的养分

保持能力[20]。 

2.9  ARIMA 建模预测 pH 变化 

图 5 汇总了 ARIMA 模型对土壤 pH 的拟合与外

推结果。文献和实测数据表明，红壤初始 pH 通常介

于 3.5 ~ 4.5，表现出明显的酸性特征；施用生物质炭

后，土壤 pH 整体有所上升，个别年份(如 2015 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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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生物质炭施用量、初始土壤 pH 和生物质炭 pH 对土壤 pH、EA 和 CEC 变化的影响 
Fig. 3  Effects of biochar application rate, initial soil pH, and biochar pH on changes in soil pH, EA, and CEC 

 

(A：pH；B：EA；C：CEC。Akaike 权重值之和大于 0.8(虚线)，表明预测变量具有很高的重要性) 

图 4  通过模型选择分析估计的预测因子的平均重要性 
Fig. 4  Mean importance of predictor variables estimated by model selection analysis  

 

2019 年)甚至接近中性，这表明生物质炭在改良红壤

酸度方面具有潜力。为了量化这种动态，本研究利用

2010—2024 年的文献数据构建了 ARIMA 模型，并据

此预测了未来的土壤 pH 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在维

持现有生物质炭施用强度和管理措施的前提下，土壤

pH 预计将稳定在 5.2。这表明生物质炭对土壤 pH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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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生物质炭施用前后红壤 pH 时间变化及 ARIMA 模

型预测结果 
Fig. 5  Temporal variation of red soil pH before and after biochar 

application and ARIMA-based prediction 

 
提升效果主要体现在施用初期，之后土壤将逐步达到

新的酸碱平衡。 

3  讨论 

3.1  多重机制协同驱动下的酸性土壤改良路径 

生物质炭对红壤酸性的改良作用是由多个机制

共同驱动的，这些机制涉及物理–化学和生物–生态过

程的不同时间尺度。从化学机制角度来看，生物质炭

中含有的碱性矿物成分在施用后能迅速与土壤溶液

中的 H+ 和 Al3+ 发生中和反应，这是生物质炭快速

提升土壤 pH 的关键途径。例如，木质生物质炭通常

具有较高的灰分含量和矿物组成，其 pH 可高达 10，

从而显著增强土壤的碱性[21]。 

此外，生物质炭缓解土壤酸化的作用还表现为

“间接缓冲效应”。施用生物质炭能够显著改变土壤

微环境，进而调控微生物群落的结构与功能。例如，

它能够提升反硝化菌或固氮微生物的活性，从而逐步

改变土壤氮循环进程，最终缓解土壤长期酸化的趋

势。尽管部分研究发现丛枝菌根真菌(AMF)定殖率无

显著变化，但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的显著改变仍表明

生物质炭可能通过选择性增强特定微生物群落，间接

实现酸度的改良[22]。与简单的化学反应机制相比，

该微生物介导的机制表现出更持久和稳定的特征，值

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从土壤物理结构优化的角度来看，生物质炭的多

孔结构和大比表面积不仅提高了土壤团聚体稳定性，

还显著增强了土壤的持水能力，从而维持了更加稳定

的表土层土壤 pH。例如，施用生物质炭后，土壤通

常表现出更强的酸碱缓冲能力，有效抵御降水淋溶等

外部酸化压力对土壤 pH 的冲击[23]。 

3.2  最优施用量阈值识别 

生物质炭施用量与土壤 pH 提升呈显著的剂量–

效应非线性曲线关系，而非简单的线性正相关(图 6)。 

该趋势可通过二次回归模型进行拟合 (R2=0.23，

P<0.01)，表明存在一个最优的施用量阈值。这种非

线性关系源于土壤化学和生物过程的交互作用。在低

至中等施用量范围(0 ~ 20 t/hm2)，生物质炭中的碱性

阳离子可通过阳离子交换作用中和土壤中的酸性离

子，从而显著提升土壤 pH。同时，生物质炭中的碳

酸盐在土壤溶液中溶解，释放 OH 和 HCO3
，进一

步增强了土壤的酸碱缓冲能力[24]。然而，当施用量

超过最佳阈值(20 t/hm2)时，生物质炭对 pH 的提升效

应逐渐减弱，甚至可能出现负反馈效应。其原因可归

结为土壤缓冲容量和化学动力学机制的作用：一方

面，土壤对碱性阳离子的吸附存在饱和现象，超过阈

值后，土壤 pH 的变化趋于平稳；另一方面，高浓度

生物质炭可能在土壤微环境中形成“碱性热点”，导

致局部土壤 pH 剧烈波动，扰动土壤–根际系统的微

生态平衡[25]。此外，长期施用大量有机质可能破坏

微生物群落结构，增强分解活动并释放腐殖酸、草酸

等有机酸，从而抑制土壤 pH 的提升[26]。 

 

图 6  生物质炭施用量与土壤 pH 变化之间的非线性剂量

效应关系 
Fig. 6  Nonlinear 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char 

application rate and change in soil pH 
 

3.3  室内模拟与田间试验差异的启示 

生物质炭对土壤 pH、EA 及 CEC 的改良效果在

不同的试验方法中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试验方法的

选择可能导致效应量的系统性偏差。具体而言，室内

模拟试验中，生物质炭的改良效果更加显著，而田间

试验中的效果相对较低且变异性更大。在室内模拟试

验中，研究人员能够严格控制温度、水分、养分和反

应时间等变量，并有效剔除外部干扰，从而放大了生

物质炭的“改良效果”。此外，生物质炭与土壤的充

分接触是通过机械混合实现的，这最大化了反应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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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因此，室内模拟试验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显示出显

著的改良效果。然而，这种模拟环境往往忽视了真实

条件下多元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与生物质炭的长期交

互作用的复杂性，限制了研究结果的外推性[27]。相

比之下，田间试验虽然更贴近实际应用，但其结果常

受多重因素交叉影响，从而导致生物质炭 pH 调节效

果的不确定性与区域差异。一方面，在田间环境中，

生物质炭难以均匀分布，容易形成“空间热点”，从

而削弱了整体施用效果；另一方面，降雨淋溶会加速

碱性离子的垂直迁移，从而减弱其在表土层的持续效

应。除此之外，作物根系活动、微生物群落演替及气

候变异等长期生态过程，也可能干扰或掩盖生物质炭

的直接效应[28]。 

3.4  垂直剖面响应差异与结构优化效应的时空局限 

生物质炭对土壤酸化的改良在土壤剖面上表现

出显著的垂直异质性：表层土壤 pH 的提升效果最为

显著，而在深层土壤中的效果则大幅削弱。这表明，

施用生物质炭改良土壤结构所发挥的缓冲效应具有

一定的空间局限性。生物质炭在施用后主要滞留于表

土层，除非采取深翻、机械混拌或借助生物通道等手

段，否则难以自然迁移至深土层[29]。除物理迁移受

限外，表层土壤通常具有更高的微生物活性、更密集

的根系分布以及更频繁的有机质输入，这使得生物质

炭与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耦合效率更高。而在深层土

壤中，微生物丰度有限，且氧扩散与水分循环速率较

慢，这限制了生物质炭的反应动力与功能发挥。此外，

深层土壤初始缓冲能力较强，对土壤 pH 的变化反应

较为迟缓，进一步削弱了生物质炭的改良效果[30]。

从时间维度来看，结构优化效应通常需要长期的耦合

演替过程才能显现。例如，土壤团聚体重组、水分保

持能力增强及酸性离子缓慢迁移等过程，可能需要数

季甚至数年才能产生显著差异。因此，短期试验或仅

关注表土层采样的研究设计，可能低估了生物质炭在

深层土壤中潜在的长期改良作用[31]。 

3.5  区域适应性与全球推广路径 

全球约 30% ~ 40% 的耕地面临不同程度的酸化

威胁，严重影响作物产量与土壤生态功能。红壤作为

全球分布最广的酸性土壤类型之一，主要分布于中国

南方、东南亚、非洲中部及南美洲等湿热地区。由于

其土壤黏性大、缓冲能力弱，酸化过程较为剧烈，治

理难度也高于其他土壤类型[32]。本研究强调了在区

域尺度实施“可持续土地管理(SLM)”策略时纳入生

物质炭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对于酸碱缓冲能力较弱的

红壤，可考虑较高施用量的生物质炭(15 ~ 25 t/hm2)，

以快速提高 pH 并缓解铝毒；而对于结构致密、保水性

强的黏重红壤，则宜适度降低施用量(10 ~ 15 t/hm2)，

并与石灰或有机肥等改良措施结合，以实现养分调控

与结构优化的协同增效。与此同时，为避免短期效应

被放大或高浓度施用引发养分失衡，应在代表性酸化

耕地开展长期定位监测，以确保生物质炭施用的科学

性与可持续性[33]。在原料和工艺选择方面，低温热

解(400 ~ 500 ℃)的农作物秸秆生物质炭通常富含碳

酸盐及碱性阳离子，具备较强的 pH 缓冲能力与表面

反应活性。通过掺混碱性矿物或进行表面功能团改性

处理，可进一步增强其调酸效果。为降低物流和加工

成本，建议遵循“就地资源–就地转化–就地还田”原

则，在区域内推广小型炭化装置，推动农业废弃物的

本地循环利用与价值再造[34]。从政策角度来看，推

动生物质炭技术的大规模应用需要政府在经济激励、

绿色战略和技术标准上提供系统支持。一方面，可通

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或碳汇信用机制等措施，降低

生物质炭施用的门槛；另一方面，建议将“生物质炭

+石灰”或“生物质炭+有机肥”等组合方案纳入酸

化土壤治理的区域技术体系，并配套技术标准及绿色

认证制度，以提高政策可行性和农户认可度。在更宏

观的层面，生物质炭的生态功能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SDGs)中的“零土地退化”(SDG15)、“应对气

候变化”(SDG13)以及“可持续农业”(SDG2)密切相

关。作为兼具碳汇潜力与土壤调理能力的绿色技术，

生物质炭在应对热带及亚热带酸性土壤退化问题时，

具备显著的全球适用性与战略推广价值，为实现多目

标政策提供了重要路径。 

4  结论 

Meta 分析结果表明，施用生物质炭显著改善红

壤的理化性质，具体表现为土壤 pH 提高 16.2%，交

换性酸度降低 48.3%，阳离子交换量提高 31.0%。这

些结果证明，生物质炭对酸化红壤具有稳定的提碱、

降酸及养分保持作用。不同类型生物质炭对土壤的改

良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木材和花生壳生物质炭对

pH 的提升最为显著，花生壳生物质炭在降低交换性

酸度方面表现最佳，而粪便和小麦秸秆生物质炭在提

高阳离子交换量方面最为突出。施用浓度对改良效果

有重要影响，低浓度施用效果不明显，而中高浓度施

用则显著提升土壤的理化性质。土壤 pH 随施用量的

增加呈二次饱和曲线，施用量超过 20 t/hm2 后效果趋

于平稳。长期试验显示，交换性酸度的改善具有较好

的持续性，但 pH 和阳离子交换量的提升随时间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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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减弱，表明需要关注生物质炭的持效性及再施策

略。改良效果在 0 ~ 20 cm 表土层最为显著，表明该

层为生物质炭作用的敏感带。室内模拟试验放大了生

物质炭的效果，而田间试验中降雨、根系活动和微生

物作用等因素削弱了生物质炭的效果。ARIMA 模型

预测结果表明，在现有施用强度下，红壤 pH 将趋于

稳定，最终稳定值为 5.2。为实现持续的土壤改良，

建议开展为期 5 年以上的田间监测，并结合土壤理化

性质和作物类型，制定区域化精准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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